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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东部河海结合区域水灾及官民应对
□ 王日根 叶再兴
摘 要: 明清时期，沿海如台风、风暴潮、地震等灾害肆虐，给农业化的沿海区域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围海造田的人们通过各种水利设施尽量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虽然多有成就，但人类在自然面前，仍多显示出被动
和无奈。在明清社会变迁过程中，东南沿海区域排洪泄洪与海水倒灌的冲突，保漕与保民生的难以协调，经营盐业、
棉业与发展农业、商业相互争斗，加上海岸线东移导致海港功能的变化等诸多因素往往进一步加剧沿海地区的海洋
灾害影响，虽官方和民间屡有兴造，但效果多不理想。随着海岸线东移，明清沿海地区许多沿海港口经历了不断内
陆化的过程，海洋因素渐渐成为其遥远的记忆。立足于海洋视角，我们不难窥见明清时期官民在面对海洋变迁所作
出的应对，其中不乏若干值得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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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我国东部因海岸线东移而产生的运河到海边的这个区域界定为东部河海结合区域，主要
指江苏苏北里下河地区、崇明岛地区等。由于多因素的叠加，这里时常形成严重的灾情，其中既有
自然的因素，也有诸多相互制约的因素。
一、海的运动与成灾
海洋自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台风、风暴潮和地震等等是滨海区域势必要发生的自然灾害。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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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像苏北里下河这片河海结合区域，河患与海洋灾害交互作用，进一步加剧了灾害的烈度。海上飓
风时作，引起海浪滔天，有时高达十余丈，“漫屋渰田。即无大雨，江水涨溢，则田畴积咸，连年失
耕，沿海苦之。”① “春月东风大作，海涛挟雨，翻腾而起，高溢数丈，濒海之地皆为咸没。”② 明嘉
靖十八年 ( 1539) 七月初三日，“通州海门各盐场，海溢，高二丈余，溺死民灶男妇二万九千余口，
漂没官民庐舍不可胜计。”③ 海州 “大风，昼晦，海潮大涨”。④ 淮安府阜宁、盐城沿海 “东北起大
风，天地尽晦，海潮大涨”。⑤ 扬州府沿海 “海潮溢，高二丈余，溺死民灶男妇二万九千余人”。兴
化县“大风偃禾黍，海潮涨溢，高二丈余，漂没庐舍人及畜不可胜纪。十余年不复”。⑥ 东台县 “海
潮暴至，陆地水深至丈余，漂庐舍亭场，损盐、铁，灶丁溺死者数千人”。⑦ 有时，人们看到的潮水
上涌就像海水沸腾了一样，首先带给人们的就是恐惧感，《明史·五行志》中这样说: “明万历十七
年六月，浙江海沸，杭、嘉、宁、绍四府属县廨宇多圮，碎官民船及战舸，压溺者二百余人。”明成
化八年七月，东台大雨，海涨浸没盐仓及民灶田产。⑧ 万历十年 ( 1582) 正月，“淮扬海涨，浸丰利
等盐场三十，渰死二千六百余人”。⑨ 崇祯五年 ( 1632) 六月二十八日，琼州临高县 “飓风大作，人
牛马立不安足，海涨没庐舍，伤禾稼”。瑏瑠 清嘉庆元年七月二十五日，东台暴风雨，火块闪烁其中，
渡昼夜，海潮涌，灶舍灶丁俱没，莫知其所在。
明清时期，人们对海的认识仍存在诸多局限，无法解释海水泛涨的运行机理，因而有时将这类
现象记载在五行志中，有时因为无知过度渲染其可怕，增加了人们对海洋的惧怕。
江苏沿海的地方志中经常见到 “海啸”的记载，明万历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酉时，河海水齐啸，
行舟遭冲激。瑏瑡 顺治十六年七月，大水，海啸，平地深数尺，行者之舟筏往往覆没死。瑏瑢 康熙六十一
年六月十九日，海啸，因为潮淤，多成斥卤。瑏瑣
在变幻多端的海洋面前，人们往往被动地接受着海洋灾害的劫夺，在一波人群遭遇灭顶之后，
又有新一波的人群重复着这样的历程。
二、围海造田与海潮侵袭
以农业为主导和根基的王朝在面对海洋开发的新课题时，总是习惯性地采取围海造田的固有生
产方式。在沿海州县中，海洋灾害大多表现为围海造田遭遇海潮侵袭，导致田畴荒芜、土地盐碱化，
人民的生计无所着落。崇明岛的开发也走过较长时期这样的路径。
明清时期沿海和岛屿区域经历了一个农业化的过程，但是海潮的入侵往往给沿海和海岛农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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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琼州府志》卷三《地理志》。
康熙《乐会县志》《地理志·海潮》。
康熙《通州志》卷一《机祥》。
嘉庆《通州直隶州志》卷三一。
民国《淮安府志》卷二四《祥异》。
康熙《兴化县志》卷一《祥异》。
嘉庆《东台县志》卷七《祥异》。
嘉庆《东台县志》卷七《祥异》。
嘉庆《东台县志》卷七《祥异》。
光绪《临高县志》卷三《灾祥》。
嘉庆《东台县志》卷七《祥异》。
嘉庆《赣榆县志》卷三《灾异》。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三一。
灭顶之灾，还长久地导致土地的盐碱化。如崇明县就是如此: 康熙 《重修崇明县志》卷四 《蠲赈》
载，明洪武二十三年，潮灾，邑人赵以礼赴京陈请发帑以赈。永乐十二年邑人宋伯亮诣阙奏请特遣
官发赈，仍复徭者二年。隆庆三年闰六月，潮灾，同知张云狱履勘发谷二十九万斛先赈后闻。三十
六年潮灾，抚按檄发粮米五千五百石赈济，题蠲秋粮十之五。崇祯三年六月至八月，潮溢，民饥，
知县王宫臻蠲俸首赈，生员沈廷扬捐四千金，设厂堡城关帝庙赈济。顺治七年，潮灾，两告知县刘
公纬捐俸劝助设八厂煮粥，日给数千人。十一年，大风潮，巡抚张提督梁捐俸大赈。十七年寇退，
潮灾，知县陈公申请按张公起凤起秋粮尽行题蠲。十八年夏旱，秋潮，知县龚公被参，总督郎具题
奉旨: 崇明县屡遭寇犯，赖士民竭力，全城所欠盐课，尽行蠲免。
类似的记载普遍见于各地地方志之中，明洪武八年 ( 1375) 七月初二日夜，“大风雨，海溢，潮
高三丈，平阳九都、十都、十一都等处男女死者二千余口”。① 永乐二十年 ( 1422) 五月初三日，广
州沿海“飓风暴雨，潮水泛溢，溺死者三百六十余口”。② 弘治十七年 ( 1504) ，海丰 “海水溢，浪
高如山，须臾，平底水深一二丈，金锡、杨安二都民居濒海，漂流淹死不可胜数”。③ 明嘉靖十八年
( 1539) 闰七月初三日，江苏兴化沿海 “大风偃禾黍，海潮涨溢，高二丈余，飘没庐舍人畜不可胜
计。十余年不复”。④
由于历史时期海岸线的不断变迁，东移现象非常明显。宋代范仲淹曾针对这种情况修筑了范公
堤，力求保障堤西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沿海一线本来设置了若干出海港口，如竹港海口、王家港
海口、关龙港海口、新洋港海口和射阳港海口。但是这些港口所处地带往往无法向海里排泄内陆的
洪水，反而不时就有高涨的潮水进入港口之内，给范公堤西侧的民众带来灭顶之灾。
天禧五年 ( 1021) ，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之
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
重。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修筑海堤，重修捍海堤。天圣三年
( 1024) ，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 ( 1026) 八月，
范仲淹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范仲淹出任泰州期间，征调 4 万多
人，重修捍海堤，自天禧五年 ( 1021) 至天圣四年 ( 1026) 完成，新堤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
200 华里，不仅使当时人们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 “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景祐元年 ( 1034) ，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
饥馑困苦，范仲淹出知苏州后，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
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
扬，而且泽被后世。范公堤既可“洩内河之水”，又可“御海口之潮”，⑤ 它的兴修与否，“两淮盐政
兴废系焉”。⑥
在围海造田的政策驱动下，沿海居民经历了大量的实践，形成了若干捍御海潮侵袭的经验，具
有较显著的效果。
涂田、埭田、塘田、海田都是沿海居民适应农业化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耕作方式。涂田 “乃海
滨涂汛之地，有力之家累土石为堤以捍潮水，月日滋久，涂泥遂干。如得为田，或遇风潮暴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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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平阳县志》卷六《灾祥》。
康熙《番禺县志》卷十四《事纪》。
嘉靖《惠州府志》卷一《事纪》。
康熙《兴化县志》卷一《祥异》。
《两淮鹾务考略》卷一《产盐之始》，第 642 页。
康熙《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五《艺文一·佚名重修河堰记》，第 1792 页。
石有一滹之决，咸水冲入，则田复涂矣”。①
明人总结说: “濒海之地，潮水往来，淤泥常积，上有咸草丛生，此须挑沟筑岸或树立椿橛以抵
潮汛，其田形中间高，两边下，不及十数丈即为小沟，百数丈即为中沟，千数丈即为大沟，以注雨
潦，谓之甜水沟。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种稻，所谓泻斥卤兮生稻粱，非虚语也。”② 上海地区
“荡未成壤，须植苇以澹卤质，名曰种菁”。③
埭田多见于福建泉州、漳州一带。“海滨筑陂为田，其名曰埭。初筑未堪种艺，则蓄鱼虾，其利
亦溥。越三五载，渐垦为田，斥卤未去，咸水允稻，其穗须长毵毵如发，能耐水浸，米色赤。数十
年后成熟，耕始早晚二收云。”④ 惠安沿海: “海潮时至，昔人捍之为田，而海至此为内港，外无畏
于波涛之险，而内时有鱼虾之饶，力余采之，亦足以赡生，故县人称此为乐土。”⑤
海田是在滩涂上“因地势筑堤，动辄数百丈，御巨浸以为堤塍。又砌石为斗门泄暴水，功力费
甚，然地泻卤损多而丰少”。⑥ 去除卤咸在夏季多雨季节尚可实现，而一旦夏季干旱，海潮的突然到
来则势必造成非常严重的土壤咸化，有的需要数年才能变淡。
当然，沿海人民还总结出利用潮水以灌溉田地的办法，“反濒海之区概为潮田，盖潮水性温，发
苗最沃，一日再至，不失晷刻，虽少雨之岁，灌溉自饶。其法临海开渠，下与潮通，潮来渠满，则
插而留之，以供车戽，中间沟塍地埂，宛转交通，四面筑围以防水涝，凡属废坏皆成膏田”。明代崔
嘉祥总结农民的经验说: “咸水非能稔苗也，人稔之也，夫水之性，咸者每重浊而下沉，淡者每轻清
而上浮。得雨则咸者凝于下，荡舟则咸者溷而上。吾每乘微雨之后，辄车水以助天泽之不足，水与
雨相助而濡，故尝淡而不成，而苗尝润而独稔。”⑦
捍卤蓄淡是沿海人民应对海潮灾害的基本方略，“洋田万顷，一望茫茫，内无泉脉之浚源，无堤
以捍卤，则万顷砂砾耳”。⑧ 堤防是沿海农业的重要御灾设置，否则 “稍失堤防，风潮冲击，则平田
高岸悉为水乡”。⑨ 咸潮后，“咸卤气发，伤败种苗必三年乃可耕作”。瑏瑠
筑陂捍御海潮在福建沿海推广较多。漳州海澄太保陂修成后，“筑陂开圳顺导九十九坑之水以灌
于田，砌斗门以便潴泄，遂成沃土，岁收巨万”。瑏瑡 泉州惠安七都北坝乡有田五千余顷，“厥赋六百
余石，又濒于海，涝则苦渰，旱则忧槁，稼弗奏功，民困逋负，至有转沟壑，甘流离而不返者”，待
嘉靖十五年 ( 1536) 东洋陂石堤建成后，“蓄泄有时，旱涝有备，利兴而民忘劳”。瑏瑢
沿海人民在开发涂田、埭田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解决海潮侵袭、土壤盐碱化问题的办法，譬
如筑堤御潮、引淡水洗盐、种植耐盐植物 ( 如芦苇之类) 、蓄养鱼虾脱盐等，甚至还化害为利，在感
潮河段利用潮水顶托之力灌溉潮田，这些均体现出沿海人民利用自然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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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福京: 《昌国州图志》卷三《叙赋》，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影印版。
袁黄: 《劝农书·地理第二》，万历十三年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民国《崇明县志》，卷六《田制二》，中国地方志丛书本。
嘉庆《云霄厅志》卷二十《纪遗》，中国地方志丛书本。
嘉庆《惠安县志》卷三十二《文集》，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本，上海书店 2000 年版。
梁克家: 《淳熙三山志》卷十二《海田》，四库全书本。
崔嘉祥: 《崔鸣吾纪事》，丛书集成本。
万历《雷州府志》卷十五《名宦》，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宝庆《四明志》卷十八《水》，中国地方志丛书 ( 574) 。
冯彬: 《海岸论》，万历《雷州府志》卷三《堤岸》。
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二《水利》，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乾隆《泉州府志》卷九《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三、排洪泄洪与海水倒灌
江苏沿海的苏北里下河地区面积超过 1. 3 万平方公里，因其介于江淮之间的里运河和范公堤东
侧的串场河① ( 又称下河) 之间，这里早期属于海湾淤积而成的泻湖。在海水顶托和黄河、长江入
海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该泻湖的东沿，形成了自然与人工共同努力下的海岸线，宋代有范
仲淹为了杜绝海潮的入侵而修筑的范公堤; 但其后海岸线继续东移，范公堤上的排洪泄洪口不得不
需要东移海口的支撑。由于苏北里下河地区地势低洼，许多地方海拔低于海平面，这便给排洪泄洪
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唐宋时期，沿海海塘工程的兴筑以及黄河夺淮后，苏北形成了 “地上河”，服务
运河水道安全的高家堰不断增高，进一步强化了里下河地区的低洼性。从地形图上看，里下河呈蝶
形，其南面是通扬运河和沿江高沙地，西面是历史上被视为王朝生命线的大运河和高耸的运河大堤，
北边是黄河故道，比里下河高 5 米以上，东面是串场河和范公堤，也比里下河高 1－2 米。历代多有
疏浚海口的大型工程，但是由于苏北里下河地区处于王朝生命线的运河与沿海之间，保运前提下的
泄洪时常将海拔偏低的该地区淹于水底，泄洪不畅便意味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在苏北，竹港海口、王家港海口、关龙港海口、新洋港海口、射阳港海口都是范公堤沿线用于
泄洪或抵御海潮的所在。但由于这些海口的西侧往往都低于海平面，因而往往宣泄无力，西侧的洪
水无法宣泄到海里，海潮还反过来倒灌到西侧田地里来，这无疑给治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关龙港
河底在海平面一至五米，新洋港河底在海平面下二至八米，射阳河自马家荡尾河头起至阜宁城止，
河底最浅处在海平面下二米突许，最深处在海平面下十米突许，自阜宁至海口，河底最浅处在海平
面下七米突，最深处在海平面十米突外。王竹两港地势既较堤西为高，港道淤浅，关龙港地势亦高
于堤西，河底深亦无几。论泄水，当然以新洋射阳为胜，比例之差，新洋泄水量较关龙多十倍，射
阳泄水量较新洋多三四倍，有此高低关系，故下河及本境之水泄趋东北，而以射阳为唯一尾闾。前
志载: 泄水去路大纵湖达射阳湖海口，今考射阳湖淤垫，仍昔大纵湖湖底较低，水势东趋新官河下
天妃闸，入新洋港亦一捷径，下河治水问题，除应分治五港，谋增加泄量外，倘范公堤东新运河告
成，多关港口增建闸座蓄泄相资，亦解除下河偏灾之急务，至筑堤束水归海，屡见议论，事关本邑
生民，故择要汇编以资参考。”②
明清王朝也不断派人治理海口，但政争尖锐，时常互相推诿，工程往往陷入废弃。孔尚任参观
待漏馆晓莺堂时，反复表达了事业未成的失落情绪，他说: 自己入仕三年多来，疏浚海口的任务并
没有很好地完成。想到当初在乾清宫陛辞时，任务就是“为淮南七邑水患而来”，皇帝的期待非常殷
切，大司空孙在丰也立志要建立一番功业，甚至内外使者各级官僚都积极配合，可三年后，“淮流尚
横，海口尚塞，禾黍之种未播于野，鱼鳖之游不离于室，漫没之井灶场圃，漂荡之零棺败胔，且不
知处所，而庙堂之上议论龃龉结成讼案，胥吏避匿视为畏途，即与余同事之官或还朝，或归里，或
散或亡，屈指亦无一人在者，予独呻吟病饿于兹馆，留之无益，去之弗许。盖有似于迁客羁臣，以
视鹾使者，赫赫捧檄，绣衣骢马，俨然以临于此地者，岂不深刻愧哉?”因此产生了深深的紧迫感，
他探究说: “古者，待漏馆在朝堂之外，百官五夜早集以候闾阎之开，其有所敷陈，皆于此时伏而思
之，积诚而通之。凡殿上之侃侃而争者，皆馆中之惴惴而虑者也。兹馆虽非其地，而已袭其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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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场河指连接起各盐场的一条河流，连接了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草堰、小海、白驹、刘
庄十大盐场。以东台海道口为界，可分南北两段，由海安 ( 原东台紫石乡) 向南流经富安、安丰、梁垛至何垛场，
为南串场河; 由海道口向北流经丁溪、草堰、白驹、刘庄、伍佑、新兴、庙湾，为北串场河。
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卷二《河渠三》。
既居其地，而又不能称其实，以视百官之夙夜在公，垂绅正笏于鸳鹭之班者，不尤更可愧哉?”① 其
忧国忧民的心情于此可见一斑。
在排洪泄洪、防止海水倒灌方面，官方组织了若干次修浚，其中既有效果良好的工程，也常留
下豆腐渣工程。沿海居民也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
明永乐十八年 ( 1420) 夏秋，海宁海溢， “潮没海塘二千六百余丈”。② 清顺治十五年 ( 1658)
十月一日，崇明海溢，“塘圩冲溃，……飘没无遗种”。③ 康熙二十一年 ( 1682) 夏，山阴 “雨两月，
海塘倒坏，海水冲入低田，大欠”。④ 雍正二年 ( 1724) 七月十八、十九两日，江浙沿海发生特大风
暴潮，“江南、浙江沿海州县卫所堤岸多被冲塌，居民田庐漂没”。⑤ 松江府属之海塘土堤，冲决三
千六百七丈，上海护塘冲决九百一十丈，⑥ 海宁 “塘堤尽决”。⑦ 这类严重的海潮灾害势必导致海水
倒灌入内地，带来惨重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洪武二十二年 ( 1389) 七月，“海潮涨溢，坏捍海堰，漂没各场盐丁三万余口”，⑧ 为此，“朝命
起苏、松、淮、扬四府人夫修筑”。⑨ 成化七年 ( 1471) ，“潮发，死者二百余人，又命起淮、扬二府
人夫修筑”。瑏瑠 成化十三年 ( 1477) ，以捍海堤坏，朝廷均下令巡盐御史 “督率修筑”，瑏瑡 于是，御史
雍泰令分司金鼎督修马塘、吕四、掘港等场损坏的范公堤。
马塘场范公堤，宋范文正公所筑，年久圯坏。成化十三年，巡盐御史雍泰委分司金鼎督
公重筑。
吕四场捍海堰，范仲淹所筑，岁久崩溃，御史雍泰重修。
掘港场范公堤，场前东南环卫绵亘百余里，御史雍泰重修。瑏瑢
正德七年 ( 1512) 七月十九日，海潮发生后，巡盐御史刘绎令 “淮扬二府及三十盐场起夫六千
名，修筑捍海堤”。瑏瑣 嘉靖十九年 ( 1540 ) ，海门知县汪有执 “议修复捍海堤”。瑏瑤 嘉靖二十三年
( 1544) ，御史齐宗道奏请修筑范公堤: “今海潮不常，灶荡民田淹没殆尽。……况一带古堤根基显
著，因卑以为高，就狭以为阔，用工甚易，若再年久漂流已尽，将来潮发为害又不止十八等年也。
乞勅巡抚凤阳等处，都御史会同巡盐御史查议，应该动支钱粮或赃罚或盐银两，动行淮扬二府及近
海盐场募夫修筑，此堤，一完得复旧址，则不惟民灶永可保，而民田盐课亦永赖矣。”瑏瑥 次年，捍海
堰得以修浚，“南自草堰，北抵伍祐，长百二十里。阙者葺之，下者增之，坠者廓之。高五尺，广视
高倍焉”。瑏瑦 万历十年 ( 1582) ，总漕都御史凌云翼修筑范公堤，建泄水涵洞水渠 17 处、石闸 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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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 《湖海集》，清康熙间介安堂刻本，第 108 页。
乾隆《海宁县志》卷一二《灾祥》。
光绪《崇明县志》卷五《祲祥》。
嘉庆《山阴县志》卷二十五。
嘉庆《松江府志》卷一二《山川志·海塘》。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四，雍正二年九月。
乾隆《海宁州志》卷四《海塘》。
乾隆《小海场新志》卷十《灾异志》。
康熙《两淮盐法志》卷十七《古迹》。
康熙《两淮盐法志》卷十七《古迹》。
康熙《两淮盐法志》卷十七《古迹》。
以上见弘治《两淮运司志》卷六《通州分司建置》。
乾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二《场灶八·范堤》。
乾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二《场灶八·范堤》。
康熙《两淮盐法志》卷十七《古迹》。
康熙《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五《艺文一·佚名重修河堰记》，第 1792－1793 页。
共花币银 2400 余两。① 万历十一年 ( 1583) 、十五年 ( 1587) ，分司蔡文范和巡抚杨一魁俱修筑范公
堤。② 万历四十三年 ( 1615) ，兵道熊某重修栟茶、角斜二场范公堤之损坏处。③ 同年，巡盐御史谢
正蒙重修捍海堤，起自吕四场，迄于庙湾场，共 800 多里，耗资 3000 多两，动用了 2000 多□，“□
畚锸夫十万工有奇”。④
至清朝，国家也十分重视范公堤的兴修。如康熙年间，海潮冲坏范公堤岸，史公重修之。⑤
康熙五十一年 ( 1712) ，“飓风簸荡，海水泛溢，堤决栟、角、丰利等场，漂没田卤人畜，他场
虽未冲决，而惊涛漫涨，亭荡波沉，溺死男妇千余口，民情震恐”，鹾使李煦、转运李陈常，决议修
筑栟茶、角斜、丰利等场境内的范公堤，“度地赋工，奖勤惩惰，事不旁委，物无冒破，经始于甲午
四月三旬，而竣事。溃者堵之，卑者培之，高厚完固如旧制”。最后，栟茶场用土一万七千余方，角
斜场用土五千七百余方，合计花费银三千一百八十余两; 丰利场用土达二万二千六百余方，花费银
三千一百六十余两。⑥
雍正十一年 ( 1733) ，朝廷下诏给两江总督魏廷珍，命其修筑范公堤，“乘二三月间作速工，使
沿海穷民得以佣工糊口”，⑦ 至雍正十二年 ( 1734) ，修筑了各盐场内长约 10310 丈的范公残堤，于两
淮运库内动支白银约 27262 两。后来，发现泰州分司所属之丁溪场、小海场、草堰场，兴化县所属
之刘庄场，盐城县所属之新兴场等范公堤内，“地势低洼，工程卑矮再需修理，计工丈一千四百五十
二丈，估计用银三千四十七两八钱六分五厘”，也一并于两淮运库内动支。⑧ 管理两淮盐政、布政使
高斌考虑到，“栟茶、角斜二场范堤去海只有数里，最为受险，堤工残塌，难御风潮”，“酌于栟茶地
方比旧堤移进三四里许，另筑新越堤一道，保卫民灶”，于是，河督嵇曾筠于栟茶场旧堤南建了一座
长二百九十七丈、高于旧堤二尺的新堤，这座新堤又被称为嵇公堤。⑨
乾隆五年 ( 1740) ，总办江南水利大理卿汪漋上奏朝廷，陈述盐城串场河之范堤及栟茶、角斜二
场堤工，“俱逼海滨，应加宽厚”，瑏瑠 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同年，大使李庆生于栟茶场筑造长 297 丈
的新堤，横锁范公堤与嵇公堤之间，人称 “格堤”。瑏瑡 乾隆六年 ( 1741) ，修筑泰州、兴化、盐城、
阜宁四州县境内旧有范公堤。乾隆十一年 ( 1746) 十二月，鉴于“吕四、掘港、丰利三场历年未修，
其栟茶、角斜二场虽于乾隆五年修过，缘逼近海洋潮汐，往来最易汕刷，复于乾隆九、十等年被潮
冲刷残缺更甚，应请间段加筑”，瑏瑢 署理江南河道总督顾琮奏请兴修之。
乾隆二十四年 ( 1759) 十月，盐政高恒说通州分司所属十场范公堤，“堤身单薄残缺，及迎潮顶
冲，应行加高帮戗与增添防风垣坡，并建石涵洞五座，列为急共”。瑏瑣 在他的奏请下，花费白银
18000 余两添建了石涵洞和防风垣坡等。次年，又花费白银 39200 余两修筑泰州分司所属范公堤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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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二《场灶八·范堤》。
康熙《两淮盐法志》卷十七《古迹》。
康熙《两淮盐法志》卷十七《古迹》。
乾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二《场灶八·范堤》。
康熙《两淮盐法志》卷十七《古迹》，第 1341 页。
嘉庆《东台县志》卷三十七《艺文下》，“丁世隆重修范公堤碑记”，第 682－683 页。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八《场灶二·范堤》。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八《场灶二·范堤》。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八《场灶二·范堤》。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九，志第一百零四，《河渠四·直省水利》。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十六《图说门·通属九场总图说》。
乾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二《场灶八·范堤》。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二《场灶二·范堤》。
兴、庙湾二场的串场河。
其实，在民与灶之间，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在泄洪与蓄咸方面往往各有各的算盘，于是
对“宣”还是“堵”，往往也各执一端，难以协调。譬如 “海口洩水之处，先因奸民有营种堤外草
荡为稻田者，不利开 ( 草堰越闸) 过水，用土实填，遂致有闸无板，直待下河被水”。① 又譬如嘉庆
五年，盐商不顾范公堤东西两边的民灶、田地被水淹没，呈请开放范公堤上的坝以泄水济运盐，遭
到运司的否决: “因运司等呈，富安等场商人呈请开放东台范堤等坝洩水。查得范堤东系灶地，西系
民田，高下既相悬，岂可将盐卤之水洩入民河，且各场灶地近海，本有河道可以疏竣宣洩，何必绕
道民河洩水，致滋讼端。”②
四、海岸线变迁与海水淡化
雍正七年，按察使赵宏本指出大海离范公堤日远，灶民在范公堤外煎作的事实: “范堤向时近
海，目今自堤至海，有远至数十里及一二百里者，其南至江口，北至黄河，中间延袤千里之远，弃
为斥卤者久矣。灶戸从前俱在范堤以内，近日迁移近海。”③ 但海岸线的不断东移就需要不断往东修
建避潮墩，这让官民都疲于应付，不堪其扰。
以盐商为代表的商人在修筑避潮墩时，投入的力量较大。如乾隆十一、十二两年建造的 233 座
避潮墩，经费均由众商捐资，其中，乾隆十一年修筑的 148 座避潮墩共费银 13，500 余两，次年修筑
的 85 座没有看到相关的经费记载，不过估计在 67，500 两以上: ④
乾隆十一年五月，盐政吉庆奏明，通、泰二分司所属场分商捐修建潮墩一百四十八座，
嗣于次年七月，猝被大潮，凡灶丁趋避潮墩者，皆得生全，咸谓潮墩尙宜增益。又经吉庆会
同两江总督尹继善，于十二月奏建潮墩八十五座，其费众商仍愿公捐。⑤
在众多盐商中，徽籍盐商郑世勋曾独立捐资修筑 10 余座避潮墩:
郑世勋，字功宏，歙人，业盐，新兴场海啸，灶民溺死无算，世勋相高阜，筑大墩十余
座，为避潮之所。自是岁遇风潮，安堵如故。⑥
盐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还以邻为壑，转嫁灾害给沿岸的农民，导致农民这个弱势群体
承受更多的灾害损失。近代以后，大型盐场、大型植棉企业也多有自己的利益考虑。
从某种程度上讲，商人、灶民之间是利益共同体，这是盐商积极投资修筑避潮墩的重要原因:
“商众闻风踊跃，以盐徒、灶产、商灶实有休戚相关之谊，情愿公捐工费，以襄其事。”⑦
随着海岸线的东移，人们围海造田的实施，沿海土壤盐碱淡化趋势加快，沿海农业已呈现出勃
勃生机。若干沿海港口逐渐发展成内陆城镇和商业中心，完全失去了港口的功能。庙湾本是沿海港
口，随着海岸线的东移，其逐渐变成农业生产区域和内地商业中心，行政级别也逐渐由城镇升格为
县城。1945 年，由阜宁县再分出新县滨海县，县治即设在新兴起的市镇东坎。
江苏泰州本也是海岸线上的盐场重地，望海楼前即为汪洋大海，但随着海岸线东移，泰州的盐
业逐渐为农业所取代，泰州城也逐渐演化为运河沿线扬州的副中心，承接着扬州因躲避战争转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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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嘉庆《东台县志》卷十一《考五·水利下》，第 422 页。
嘉庆《东台县志》卷十一《考五·水利下》，“附巡抚岳公永禁开放范堤各坝示略”，第 424 页。
《清经世文编》 ( 中) ，卷五十，《户政 25·盐课下》，“赵宏本杜私抑末以兴本利疏”。
乾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二《场灶八·附潮墩》。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一百四十一《优恤门》。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人物二·才略》。
乾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二《场灶八·附潮墩》。
来的富民阶层，发展成为消费色彩特别浓厚的平民化文化娱乐中心。这里 “藩宪衙连运宪衙，候补
人员纷若麻。走过大街穿小巷，公馆一家挨一家”。泰州城河成为民众休闲娱乐之所，“五月城河浅
水流，喧天锣鼓闹龙舟。锦标夺得人争羡，泰坝衙门都皂头”。或许由于泰坝税务部门的执法人员长
期游离于河上，因而水性良好，轻松夺得了龙舟赛的头筹。泰州学派的兴起可以看成是沿海环境与
内地文化相互融合而结出的文化之果。
伴随着海岸线东移，当地民众由亲近大海到逐渐失去大海记忆，内地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在这
个过程中，海洋文化也渐渐地实现了与内地文化的交融。
五、海上行舟与漂风事件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松浦章先生曾对环中国海海域的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漂风事件
进行过系统研究，结果显示帆船时代的人类只能被动接受漂风的劫夺，幸运的人才可能免于生命和
财产的损失。在早期认识海洋的过程中，官方出于对海洋的无知和恐惧，多限制沿海人们下海活动
的空间，禁止人们从事跨国的贸易活动，阻止海上捕鱼、制盐和养殖等活动，无疑极大地延缓了人
们探索海洋的步伐。
人类在探索海洋规律方面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也在这不屈的实践中逐渐加深了对海
洋的了解，驾驭海洋的能力在日益提升，海洋性农业的兴起是人类摆脱自然限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进入近代以后，人类借助于机械动力，加深了对洋流、季风及大气环境的认识，因而更加自在地在
沿海区域进行生产活动，航行于海上从事贸易活动，乃至深入海底探索海洋生物演化的历史进程。
总体上看，明清时期官民在应对海洋自然环境时，多有一致的目标追求，即满足沿海人们的生
产生活需要，为此彼此可以合力修建水利工程以排洪泄洪，推进沿海农业化的生产。但是，沿海民
众时常会越出统治者规定的范围，或走向海外，或航行经商贸易，让统治者无法有效地管控; 这时，
官方多有限制或禁绝之策施加到民众身上。官方为确保王朝生命线运河的畅通，时常不惜以牺牲沿
岸民众的生命财产为代价，导致持续的天灾和人祸。保漕与保民生的矛盾、排洪泄洪与海水倒灌的
矛盾、盐业棉业与农业商业的矛盾以及海岸线东移引起的港口功能的变化，所有这些都成为影响海
洋灾害烈度和破坏力的因素。
(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 责任编辑: 张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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